
北平沦陷时期的何其巩 

与私立中国学院

内容提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私立中国学院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在日伪统治下, 

中国学院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并接受教育部的补助，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以经 

费资助换取中国学院的政治忠诚。同时该校与中共保持合作，有师生直接从事地下抗日 

活动。在日伪统治下，作为一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中国学院没有被日伪政府接收，也 

没有被迫停办，反而规模不断扩充。评价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北平的表现，应该 

考虑到日伪统治下特殊的生存环境，其表面所做的大多是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 

辑才是判断其是否伪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非常态“发展”，与沦陷区 

学人的道德良心及国家认同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中国学院 何其巩 沦陷区 私立大学

引言

北平私立中国学院最初校名为国民大学，由孙中山和马邻翼倡议创立于1912年,1913年正式 

开学,1917年重定校名为中国大学,1931年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在理学院未成立前，学校以 

“中国学院”名立案。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学院是北平没有内迁的几所大学之一，暗中接 

受重庆国民政府的资助和指导,在校生最多时达数千人。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将中国学院与后方 

大学一视同仁，毕业生不必经过甄审，以示对其在沦陷时期表现的肯定。

学界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城市沦陷经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上海，西方学界关于“孤岛”及沦陷 

时期上海的论著非常丰富。王克文在对欧美学界沦陷区研究的介绍中提到，上海研究所以能领 

先其他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外国租界在上海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而有关租界的记录、报道 

和回忆，又以西方语言为主，且多半能在欧美各档案馆里找到，对欧美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既方便

①1931年，因不符”国民政府的大学立案标准，中国大学ST"中国学隐”，抗战时一度SU"中国大学”，战后VS回"中国 

学隐” CWT ,为行丈方便，除引丈外,*+ [U"中国学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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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容易产生兴趣。①这一方面反映出相对于其他沦陷城市，上海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史料基础，另 

一方面也提示我们注意上海的特殊性，即租界的存在。

抗战时期平沪两地生存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上海沦陷后知识人尚可避入租界，北平则除了 

辅仁、燕京、协和等教会大学，几乎完全“在侵略者铁蹄的笼城”中。②在沦陷时期的北平,作为教 

会大学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因教会的外国背景，实际具有“准租界地”的性质,正如赵质宸所 

言，“教会学校，遇战争时，即挂起洋旗，俨然成为北京之东交民巷”。③沦陷时期,教会大学因其 

外国背景而对日伪统治具有一定的隔离性。④若以上海经验的逻辑来看，没有治外法权保护，私 

立大学在日伪统治下根本不可能保持独立性，既不接受日伪资助,也不向日伪申请立案，但中国 

学院却能在沦陷区坚持办学并在战后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这提示我们中国学院这一个案的特 

殊性。

除相关回忆和校史的研究外，关于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研究尚不多见⑤，一些通论性著述中 

间有提及，但大多一笔带过,未能展现沦陷时期不同关系维度下中国学院的多重面相。⑥李斐亚 

（Sophia Lee）对沦陷时期北平文化的研究卓有成效,但未将中国学院纳入其关于沦陷时期北平 

高校研究的考察范围。⑦辅仁大学和中国学院是仅有的沦陷时期在北平自始至终坚持独立办学 

的学校。辅仁大学之所以能在日伪统治下坚持办学，是因为其德国圣言会的背景⑧，但作为国人 

自办的私立大学一中国学院何以能在日伪统治下坚持办学直至抗战结束？这一问题值得深 

入探讨。本文尝试利用档案及忆述资料全面考察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生存样态 ，具体呈现沦陷 

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学院如何处理与中共、国民政府及日伪的关系,及其在裂缝中求生存的 

可能。

就视角与方法而言，既往对沦陷区的研究,难以克服“倒放电影”的线性历史观的影响，故而常 

常受后出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将历史语境中原本复杂的生存样态简化为“抵抗”与“事伪”两种非此 

即彼的二元标准。⑨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语境中从动态的、延续的关系变动中去描述和分析何其巩 

和中国学院的沦陷经验,揭示其“表”“里”分离而又共存的复杂关系。本文并无意在沦陷区研究的 

理论层面进行重构,而是侧重于经验层面，通过对历史语境中具体个案的重访，尝试在把握历史语 

境的前后左右的基础上摆脱后见之明。

① 王克+ :《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洽略区C研究》，&历史研&）2000年第5 d,第172页%

② 吉力（周Cd）:《遗民之今昔》，《申S） ,1938年10月31 "，第14版。

③ 赵质h:《808育与中国》，《新国家）1927年第3 d,第3页％

④ 据战时j仁大学同人所述，“这边学校所处的境P,*来困难一点，所幸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应付困难事件，总抱不 

屈不挠的态度，同时有个X妹学校——燕京，1能和衷共济，英、美、德使馆方面，也能随时赞助，现在倒也安之若素”。使馆对j仁 

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帮助是很值得注•的共同点。参见《佚TG胡适）（1939年5月2 "），中国社0科学隐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 

史研究室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社0科学+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页％

⑤ 关于粘立中-学隐校史的研究，可参见陈‘《中国大学研究（1912—1949）》，硕士学位论+,北京大学历史学,,2013年。

⑥ 相关通论性的研究可参见王士花《华北洽略区8育槪述》，《抗"战争研究）2004年第3 d;余子侠：《"伪统洽下华北洽 

_区的高等8育》，《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 d;王建伟：《断裂与传承：洽略时d北平C+化生态》，《安徽史学》2018年第4 d; 

任超：《抗战时d "本对北平C+化侵略》，《北京&史）2019年第2 d等％

⑦ Sophia Lee, Aggressioo or Coopeationh Cultural Activities so Peking under tie Japaness Occupatioo, 1935 - 1945, Slinois Paperr in 
Asian Studies, VoL 2（1983）.

⑧ 崔文龙利用德国档案对战时辅仁与日伪的关系作了新的解读，与既往强调抵抗的一面不同，实际上辅仁大学校方存在着 

主动的妥协％参见崔文龙《论“抗日大本营”——北平辅仁大学的德国背景》，&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⑨ 战后对沦陷时期各种道德评判的二元化模式的讨论，可参见傅葆石著，张霖译《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 

反抗与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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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的何其巩与中国学院

对于沦陷区社会的理解应该从战前开始梳理，沦陷固然是由侵略者从外部所强加的,但沦陷区 

社会本身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外部所强加的状态，所以沦陷时期的常态实际是侵略者与本地社会 

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北平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研究当然离不开1936年接任校长的何其巩，而何 

其巩在战前与国民政府中央、华北地方以及中共的关系，对沦陷时期学校的命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影响。

何其巩，字克之，安徽桐城人，早年究心于古文义法，未弱冠即名噪皖江，后投身军旅，任西北军 

冯玉祥部文书，渐为冯所器重。1926年9月，何其巩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其后随冯参加 

北伐，与国民党政要多有交集。1928年6月，何其巩由冯玉祥推荐被任命为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 

1933年5月，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35年12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委员长宋哲元）。①从何其巩的履历看,其最重要的背景是身为西北军旧部，长期在华北任职和 

活动，与华北高层尤其是西北军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西北军将领不同，何其巩没有军队和 

地盘，任职大多是政务官，故而需要跟各方保持良好关系。何其巩在北平市市长任内就开始与冯 

玉祥疏离，并逐渐靠近蒋介石，一度受蒋重用。据长期追随何的秘书崔瞻的回忆,何其巩卸任北 

平市市长后，先后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和财政厅厅长，后得张群保荐，在南昌行营任 

蒋的侍从秘书，负责起草文稿，但因CC系的排挤不得不重返华北。②

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因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学校权力的重心大多系于实际主持校政的校长, 

校长可以是实际校产的出资人或拥有者,也可能是校董中最有权势且对学校争取资源贡献最大者 o 

中国学院在1921年王正廷出任校长并长期执掌校政后，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王正廷是民国 

外交界的重要人物，曾两度执掌外交部，担任中国学院校长期间为学校争取到不少资源，尤其是购 

得郑王府作为校址后，大大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王正廷长校时，并不长川驻校,而是由其任命 

的总务长祁大鹏总管校务。1936年王正廷因出任驻美大使而不能继续兼任校长，加上学生反对总 

务长祁大鹏,给了此时担任常务校董的何其巩执掌校政的机会。由于“一二•九”运动中祁大鹏反 

对和破坏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与校内的左派学生形成对峙。1936年9月，发生“驱祁迎何”的运 

动，最终校董会决定，由何其巩出任代理校长，后转为正式校长。③

何其巩1936年接任中国学院校长的重要背景是原西北军旧部开始控制平津。宋哲元于1935 
年8月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2月又被指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何其巩入主中 

国学院后,宋哲元等冀察政要莅临祝贺，以示支持。据在校学生史立德回忆，何其巩到校不久,即邀 

请冀察当局的要人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到校发表讲话,同时还邀请宪兵司令邵文凯、北平公安 

局局长陈继淹到中国学院,左派教授吴承仕认为，何其巩此举，“既为他装了门面,又取得了合法地 

位”，是为了做给校内师生看，表明“可请他们赞助学校”。④

在“驱祁迎何”的运动中，何其巩得到了中共和左派师生的支持。中共北平市委及学联、中共

① 关志昌：《何其巩》，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1—55页%

②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石的关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 

版，第141—143页%

③ 李泰菜:《何其巩在北平》，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第38页％

④ 史立德：《忆我的老师吴承仕同志》，《歙县文史资料》第3辑，歙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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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院的支部、民先队、学生会、左派教授吴承仕、黄松龄发挥了重要作用。①据史立德回忆, 

驱祁运动成功后,左派学生曾想请德高望重的吴承仕、黄松龄等出面组成校委会，以维持校政,但 

吴承仕坚决反对,吴认为,要避免国民政府的干涉,避免学校被当局解散，还是要在董事会里做文 

章,而校董会会长马锡五年事已高,常务董事何其巩遂成为合适的人选。②之所以选择何其巩，一 

方面是因为“何其巩同西北军有旧，宋哲元、秦德纯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而何其巩又不甘寂寞想 

借中大为阶梯重新上台”；另一方面中共与何其巩达成共识，何担任校长的条件是“希望他长校之 

后，应看到国难深重,保护学生救亡运动”，何亦表示同意。③总之，何其巩出任中国学院校长符合 

中共争取西北军的政策以及避免环境上刺激的考虑。④何其巩任校长后，中国学院成为北平学生 

运动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北平学联、民先总队、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国会等进步组织都在 

该校开展活动。据中共中国学院党支部的任仲夷回忆，何其巩任校长后，“全校的政治局面打开 

了，学生爱国运动和党的工作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平学联决定在中大设立一个固定的办事机 

构，以便于同各校联系。许多被反动势力统治着的学校的进步学生，经常到中大来进行活动。有 

些学校的党的活动，也到中大来进行。中大就像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一样，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 

一个活动中心”。⑤

中国学院的爱国救亡运动在校内外公开进行，引起北平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忌恨和压 

制。1937年1月，中国学院学生会的黄诚、吴承华等6名主要负责人被捕。同年三四月间,教育部 

不顾私立大学法定程序，擅自委派CC系陈希豪接替何其巩出任中国学院代理校长。何其巩先是 

亲自与宋哲元、秦德纯沟通，反复交涉,最终由宋下手谕,释放被捕同学。⑥何在此前接见学生的时 

候就表示:“本人决以私人资格向各关系当局疏解六学生事件,当不致有何困难。”⑦可见何在华北 

个人关系网络的作用及其对此的自信。之后，何其巩拒不交卸校长职务,并表示要与中国学院学生 

“共同奋斗”，最终陈希豪未能进校，何其巩由代理校长变成正式校长，在校内的地位也更形稳固o 

据崔瞻的回忆，在CC系图谋倒何之时,何让崔瞻放心，称“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并出示了一份6 
月22日宋哲元给蒋介石的电报抄件,内容是向蒋力保何任中国学院校长。⑧6月26日，蒋致电教 

育部部长王世杰，同意宋哲元所请。⑨由此可见,何其巩在华北地方拥有一定的权势，而蒋介石与 

国民政府中央因顾忌华北的地方势力，故不能从外部强行改造中国学院，而只能迁就华北地方 

势力。

二、沦陷时期中国学院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继续留在沦陷区的私立大学要表明其无二心，必须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继续

① 任仲夷：《抗战爆发XZ国大学&支部工作的回忆（三）》，《广东&史》2006年第2 d,第8页％

② 史立德：《忆我的老师吴承住同志》，《歛县+史资料》第3 K,第48页%

③ 张致祥:《忆我的老师和同志吴承住》，中共北京市史研究室编：《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共&史出版社1994年 

版，第160页%

④ 何嗣坯：《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8》，《纵横》2007年第12 d,第31页%

⑤ 任仲夷：《抗战爆发XZ国大学&支部工作的回忆（三）》，《广东&史》2006年第2 d,第8页％

⑥ 任仲夷：《抗战爆发XZ国大学&支部工作的回忆（西）》，《广东&史》2006年第4 d,第15页％

⑦ 《一月来北平学潮与各校动静》，《防共月刊》1937年第3 d,第122页％

⑧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C关,》，《+史资料选编》第18 K,第145页％

⑨ 《头定远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请北平中国学隐隐长仍由何其巩担任暂勿更换）（1937年6月22 "）,台北，“国 

史馆”藏,国民政府档？ ,001/030000/0001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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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的部令，方能自处。中国学院校方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并希望继续得到教 

育部的经费支持,而重庆国民政府也希望中国学院坚持在北平办学，“作造就沦陷区青年遣送至内 

地之枢纽，并为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之机关”。①战时教育部的经费补助是反映中国学院与重庆关系 

的重要线索，重庆国民政府是以经费资助换取私立大学的政治忠诚，故而要求私立大学不向日伪政 

府申请注册，校长等主要人物不事伪"

1937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任伪议政委员会委员长，邀何出任伪教育 

总长。虽然何断然拒绝，但其“要参加伪组织当汉奸”的传言不胫而走。1938年7月，《申报》的 

《平津杂写》提到中国学院之所以能照常开课，是“因为校长何其巩，和敌人通气”。②12月的《今日 

之华北》更直接将中国学院列为日伪创设或改组的七所汉奸学校之一，称“由伪教部命令汉奸何其 

巩主持中国大学，以施行奴化教育”。③何其巩为表明心迹，通过各种途径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 

联系。

据何其巩的秘书崔瞻回忆，1938年春,何秘密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有 

“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绝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等语，并向国民政府呈请发放中国学院补助 

费。蒋介石、陈立夫回电对何深表嘉许,希望其在敌后坚持办学，多为抗日做工作。④

1938年6月13日，原中国学院化学系主任浦洁修从北平到重庆任职，受校方委托呈报该院现 

状并请予以救济，该报告将北平沦陷后中国学院一年来的经过情形做了详细报告。关于选择留守 

北平的考虑，该报告称“去年北平沦陷以后，国立各大学纷纷南迁，中国学院因未奉到教部迁移命 

令,只得将贵重仪器及图书装箱寄存,静待部命,旋由北平师范大学转到教部密令指示战区院校处 

理办法，当即由当局召开院务会议，签以（一）教部既令战区学校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开课并尽量收 

容他校借读生；（二）本院及其他国立院校学生未能离平者为数尚多，辅仁、燕京二大学因学费较 

多，恐不能普遍收容;（三）本院既未奉令迁移，教职员若全部南下,将无地收容;（四）本院有二十余 

年光荣历史即须解散亦必须于光荣奋斗中告一结束，因此遂决定开学三原则：（一）完全依据中央 

以前所公布之教育方针及方案并设法与教部取得密切联系;（二）拒绝敌方及伪组织之干涉；（三） 

因中央补助费不能汇到，此后经费将完全仰给于学费收入，全院同人惟有刻苦忍耐,共同支持此战 

区内我国人自办之唯一大学”。⑤

中国学院于1937年暑期登报招考新生及借读生，于10月1日正式开课，开课后注册学生计 

500余人，其中新生约100人,其余以该院老生及北平各校（如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学院 

等）学生借读者为多，间有山东齐鲁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之借读生。

战前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依靠学费、政府补助和社会捐助，其中比较稳定的是前两项。据浦洁 

修报告，“本院经费之主要来源为学费，而战区内学生率多无力准期缴纳，故上学期学费虽分三期 

缴纳，尚有未能缴清者,此项收入约一万余元，连同七月份中央补助费及借贷所得约一万余元，总计 

上学期收入尚不及三万元，因此遂不能不实行非常时期之紧缩办法：（一）七八九三个月除以八折 

发放工役薪资外教职员薪资一律不发;（二）从十月份起（即正式开课起）教员发给车马费每小时以 

一元五角计算，职员则按等级发给维持费，最低额为十五元最高额为四十元;（三）设备实验费及办

① 关志昌：《何其巩》，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第54页%

② 《平津杂写）,《申报》，1938年7月17 "，第2版。

③ 任远：《今"之华北（三）》，《申S》，1938年12月24 "，第7版。

④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的关,》，《+史资料选编》第18 K,第147页％

⑤ 《粘立北平中国学隐化学,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隐现状并请予以救济CSTU ）（1938年6月13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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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除必不可少者外，概从节省。即以如此紧缩办法，至本学期仍难继续维持”。①1938年9月30 
日，中国学院又辗转呈报事变以后该校教务事务各项情形，并以经费困难请予补发补助费，表示 

“惟困难中之尤为迫切者，厥为经费无着”，希望教育部自本学年照常拨付补助款。②

根据中国学院呈报教育部的收支预算，1939年学校收入主要由国库款和学生缴费两部分构 

成，其中国库款120000元,系由中央拨付的补助费每月10000元；当年学生缴费84560元，学费 

66000元，除此之外，学校的收入仅有房租收入480元。③可见中国学院除学生缴费以外，最大宗的 

经费来源就是重庆国民政府的拨款。

在1939&1940年，国民政府就是否拨付补助款对何其巩及中国学院展开调查，主要调查其 

是否事伪。1939年3月16日，中统驻北平的特派员储乐本提交给中统局朱家骅和徐恩曾的报 

告称“何克之先生方面，经派忠七兄与联络。按忠七曾任中大秘书，何态度极好，表示亦颇恳切。 

惟彼盼望中央对彼有具体指示，俾可根据中央意旨进行一切。……又彼经办之中国大学，自事 

变之后，即与教部失去联络，协款迄未收到，但亦确未接受伪府津贴。现完全由彼私人变产支 

持，彼至盼教部能照辅仁办法，继续予以补助”。④根据储乐本的报告，3月30日，教育部致电行 

政院院长孔祥熙，函询“对于该校在平维持之意见”。⑤1939年6月15日，陈立夫呈行政院称, 

“中国学院未与敌伪发生关系，原有补助费停发已久,拟请另予补助”，并“饬司致函该院教职员 

加以慰勉”。⑥7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20次会议决议:“自本年七月份起准予按照原额七折 

补助。”⑦综合各方报告，重庆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学院并未与敌伪发生关系，故决定在经费上给予 

资助。

1939年8月12日，中统天津专员发给陈立夫的电文中，报告访查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一年之结 

果，称何其巩“与诸逆私交虽未绝如缕”，“然不足深责，且常以此而易得敌方消息，而来相告，其胆 

略则与学者不同，常敢公开表示正气，此等人，际此时实有困难而恐其态度以后或变也”。⑧可见重 

庆方面也默认何其巩与日伪高层的接触和联系，但仍然担心其态度会发生变化。由于对何其巩的 

态度把握不定，中统基于对何不同时期表现的判断会要求暂缓发放对中国学院的经费补助。尤其 

是1940年11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去世前，一度传言何其巩受汤的拉 

拢将落水事伪，汤去世后更有传言称何将就任伪督办。⑨

据1940年11月天津中统专员徐寿发给教育部总务司、高教司的电文,“何近益倾向汤尔和，意

① 《粘立北平中国学隐化学系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隐现状并请予以救济CSTU ）（1938年6月13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5594。

② 《呈报事变NY* 校8务事务各项情彩并以经费困难请予补发补助费自*学年起继续照旧发付补助费由 》（1938年9月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8 %
③ 《:立中国学隐收支预算书》，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7。

④ 《代北平中国大学转达未"伪府津贴请8育部补助）（1939年3月16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 

案，五 /4758。

⑤ 《8育部1）（1939年3月30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8。

⑥ 《8育部陈立夫1）（1939年6月15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8。

⑦ 《行政隐令8育部汇发补助中国学隐经费由》（1939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 

4758。

⑧ 《天津夏1+）（1939年8月12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8。

⑨ “遵查徐专员上年曾呈SZ-学隐*责人何其巩将就+化 —办伪职，请停发该隐补助费，经签奉批示劝其勿就。遵即拟 

稿I饬徐专在？ ”。《I复中国学隐补助费仍Y上年成章续9 ）（1941年2月5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 

部档？，五/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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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津贴，现正婉劝,在其态度未转光明前，拟恳缓发其津贴月（7000）”。①11月8日，汤尔和去世, 

12月19日，周作人接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关于何其巩会落水的担心至此消除。据中统的 

报告称，“（何其巩）敌方熟人多，伪方与王逆（王克敏）交善,与汪逆（汪精卫）亦有交”，担心何其巩 

被拉下水，但周作人接任伪督办后，又认为“伪督办或已成矣，故（何其巩）尚可望归正”。②因疑虑 

逐渐消除,1941年2月，中统天津专员来电云，“何其巩可望归正，何请续发补助费等情”，教育部查 

核后,确认中国学院补助费上年并未停发，本年度请财政部照章续发。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通 

过燕京大学在上海等地设立的账户，中国学院自1939年起每年获得中央补助费84000元，对于改 

善中国学院的经济困境大有裨益。

1941年4月24日，国民党驻平津专员高度评价何其巩，称“中国学院向来教员学生均良莠不 

齐，何院长年来颇有整顿之意。去秋招生较严格,且自去秋起每日上午到院办公并视察上课情形。 

虽与敌伪往来，而深同情于抗日矣。蓝公武居狱仍给薪，且营救之。其一例也。奉行部令当较辅大 

当局更大意更诚”。④上述报告一来是对何办学态度和成绩的肯定，此外更重要的是对何其巩忠诚 

度的肯定。

战时重庆方面对何其巩和中国学院在沦陷区的表现总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相关报告称，“该校自事变后，备尝艰苦，近因人事日渐整齐，清华、燕京二校沦落北平各教授多 

与协力（如俞平伯、张隼等），校务日有进步,学生程度较事变前虽见低落,而较其他学校亦未多让, 

且该校当局颇能避免对时局之诸多利敌宣传,学生思想亦无不良之转变”。⑤1945年5月，教育部 

奉命督导北平市教育的刘书琴报告称，“曾与何其巩院长交换意见，结果圆满，更常向该院秘书夏 

以农贡献意见,蒙其采纳者甚多,如中院中无一日籍教师即其例也”。⑥

战时中国学院与重庆国民政府一直保持联系，一方面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请示办学方针,） 

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国民政府的经费补助。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大学与日伪关系的底线可以归结为两 

点,一是主要人物不事伪，二是不接受日伪的资助。到抗战结束，国民政府以中国学院坚拒日伪奴 

化教育，独立办学,将其与大后方学校一视同仁。但这只是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生存样态的一个面 

相，实际情况要比上述中国学院与重庆政府单一关系维度中所展现的复杂得多。

三、何其巩与日伪的周旋及其生存空间

北平沦陷后,其他的私立大学都办不成了，而唯独中国学院继续办学，不但没有自动消亡，反而 

规模和品质均有提升。1942年夏，学校充实理化馆，增加理科各学系，按照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 

大学规程,设立文、理、法三学院，由此由“学院”改称“大学”"学校生源也逐年增加，抗战后期在校 

生多达数千人，成为北平市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机关。⑦时人对此亦颇感意外，“事变以前无论如 

何它也振作不起来的学校,现在却是第一等的私立大学了。一部分比较好的燕京教授居然也被何

① 《徐寿I8育部）（1940年11月2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8。

② 《胡光：函》，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8。

③ 《I复中国学隐补助费仍Y上年成章续9》（1941年2月5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 

4758。

④ 《何其巩校长整顿中国学隐情彩》（1941年4月24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4758 %
⑤ 《北平8育丈化现状简S》（手稿），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2）/646。

⑥ 刘书琴:《北平市8育现状）（1945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1728。

⑦ 据统计，中国大学历年的在校生人数分别是，1937年530余人，1938年870余人，1939年1190余人，1940年1830余人,

1941年2320余人,1942年2400余人,1943年2920余人,1944年4080余人。参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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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请到这儿来,而学生的数目也就跟着增多”。①如以后见之明来看，日伪政府何以会容忍一个 

拒绝合作的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颇为吊诡的存在。

在日伪统治下生存，自然避免不了与日伪周旋，当然不能公开地表示抗拒，更不能公开地反抗。 

中国学院1937年10月借日伪“恢复”学校教育之机开学，但在日伪的高压下，重新开办的中国学 

院，“将从来之排日色彩自动揭去”，并且为适应环境，对招生传单、新闻广告等宣传材料都做了一 

些改变，并计划开设“日本文科”。②据中统1939年的报告,“校内情形复杂，日籍学生多”，日籍学 

生的报考和入学在当时情形下实际是不能拒绝的，所以对于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的独立性不可高 

估。从中国学院提交伪教育总署的表册来看，包括《职教员一览表》《教员履历书》《职教员人数清 

单》《职教员名册》《学生名册》《毕业状况调查表》《收容燕大协和学生人数调查表》《中国学院组织 

大纲修正本》《中国大学董事会章程修正本》及校刊《中大周刊》等，至少在形式上从1940年开始中 

国学院是要接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监督。③另据报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其巩参加 

伪政府组织的华北教育家座谈,就所谓“菲律宾缅甸勘定后，大东亚战争之动向如何?”的主题发 

言，何其巩虽然是参加笔谈的教育界人士中发言最短者，但仍不可避免地表示拥护所谓“大东亚 

共荣”。④

在北平沦陷时期中国学院在表面上接受日伪政府的监督，但实际上在校内坚决抵制伪化。据 

战后何其巩的报告，沦陷时期“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 

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 

别掩护”。⑤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表里不一”，一方面是因为日伪政府对于私立学校的控制非常 

有限,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抵制伪化的活动都是地下非公开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对于 

私立大学仅规定教育方针,既不派员治理，又不提供经费，故不实际介入私立大学的校内治理，私立 

大学经费自筹，就校内而言保持一定的自治权。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相关档案中有各 

种训令、报告及教育统计资料，从中可见伪政府对于私立院校虽然发布训令指示教育方针,颁布课 

程指导书,但并不进行实际督导，各种调查资料也是接受各校呈报，并不派员核查。⑦伪华北临时 

政府对私立大学管制的宽松是中国学院得以继续办学的重要背景。

沦陷时期，何其巩与日伪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据战时从北平来的记者须旅的记述, 

“中国大学原本是左倾教授学生的大本营，因为校长何其巩善于周旋，得以苟延”。⑧燕京大学国文 

系的于力（董鲁安）教授谈及沦陷时期北平文化界的状况时也曾提到中国学院，“近年经过校长何 

其巩氏努力整顿后,学校地位蒸蒸日上。对于当地的敌伪也很能灵活的敷衍应付，维持相当的距离

① 学子：《北京的大学校》，《申S》，1943年5月17 "，第2版。

② 森生：《华北8育界排"空气一拉新式8育确定》，《盛京时S》，1937年11月1 "，第2版。

③ 《伪8育总署档存粘立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学隐天津工J学隐表册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 

五/15565%

④ 《华北教育家座谈会》，《妇女杂志》1942年第7期，第30页%

⑤ 《中大返校节何校长报告校务》，《益世报》，1946年4月15日，第7版％

⑥ 关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的施政，可参见杨云选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民国档案》 

2005年第3期；蒋梅选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施政纪要》，《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⑦ 参见《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训令•令直辖及私立各院校》（1940年6月17日）、《华北教育总署三十一年度施政概 

况》（1942年）、《北京教育工作报告》（1938年）、《一年来教育实施之回顾》（1939年）除子侠、宋恩荣主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 

料》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389,421,430页％

⑧ 须旅：《从北平来》，孙'工：《沦陷区惨状记——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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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当的温度”。①凌有光也曾提到，何其巩与日伪的关系“好像始终是不即不离,维持得非常微 

妙”。②可见中国学院的保存离不开何其巩的周旋，这种周旋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 

与日伪的“距离”和“温度”的平衡如果稍稍偏离，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如保持距离过度，立于敌对 

地位,则会因日伪的压制而停办③，反之如果维持温度过甚，则有事伪的嫌疑"

北平沦陷后，华北成立伪政权,汤尔和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原中国学院 

教务长方宗鳌出任教育总署署长。按日伪编制,“总署”最高长官名督办，相当于部长，副职为署 

长，相当于次长，教育总署有两个次长，一为方宗鳌，另一为张心沛。④据何其巩的秘书崔瞻回忆, 

“由于日伪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是何其巩的多年好友，伪教育部次长方宗鳌又是中国大学多年的教 

务长，北平沦陷后，方宗鳖因日本老婆的关系，当了汉奸。有这两个人的关系，日伪教育部对中大没 

有横加迫害,但也不予援助"当时我看他们的态度是希望中大自生自灭”。⑤另据浦洁修的报告, 

中国学院“共有六系，除文法科因处沦陷区域有若干科目不得不暂时忍痛停止讲授外 ，其余皆能照 

常进行，敌方及伪组织尚无横加干涉之举动”。⑥

中国学院因其私立的性质而具有“民”的角色，从而在沦陷区获得了相当的生存空间。沦陷区 

的期刊在所谓学校剪影中提到该校时称，“假如我们在北京提起了纯国人经费所办的私立大学，那 

么除去了已停办的朝阳大学，就属于中国学院了”。⑦被汪伪接办的《申报》记者在对何其巩的专 

访中也强调，中国学院是“一所纯粹为国人自办的著名大学”，何其巩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在野政治 

家”，当记者问及何对于国家及政治的看法时，何避而不谈，只慨叹“人民的生活太苦了！”⑧“私立” 

“国人自办”“在野”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官”对应的,这颇能反映沦陷时期私立学校的特殊性。对 

于日伪统治下的学人与学子而言，疏离于日伪官办的高校，无疑成为一种本能的选择。正如凌有光 

所言，沦陷时期北平学生有宁愿入“私”不愿“投官”的心理，故而成就了中国学院的超常规发展。⑨ 

因为中国学院是沦陷区少有的奉重庆国民政府为正朔的大学,故而“沦陷区之学人，不愿依附寇 

逆，争以教授该校为荣，北平爱国学子,争以入读该校为幸”。⑩该校学生张朴民也回忆道,“留在北 

方不甘事敌之教授学生，均以能进入中大教书读书为荣，且均抱有孤臣孽子之丿卜”。⑪
大学办学的条件和要素无非就是经费、师资和生源，在日伪统治下坚持不事伪的中国学院，吸 

引了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教师和学生，在此背景下，经费上的困难就退而成为次要的因素。正如浦洁 

修1938年给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中提到的，“在教者虽物质上感异常艰难，精神上感受极度

①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群众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② 凌有t：《牛鬼蛇神统.洽下的北平》，《新华"S》，1944年2月17 "，第1版。

③ 1938年夏间，粘立中法大学因坚持自己的立场抵制"伪举行的所谓"剿共灭&运动周”运动，于当年6月13 "接到"伪 

"下学d停学” C"强令”，秋季学d来临后，中法大学不理X"伪停办令，仍Y常开学，最后"伪施以高压和l坏，迫使该校于当年 

10月1 "不得不"宣告停办”。该校董事会鉴于无法在北平继续办学，遂决定于1939年暑dlX内迁到云南昆|。参见余子侠 

《"伪统洽下华北洽_区的高等教育》，《近代史研&）2006年第6 d ,第74页％

④ 方宗鳌的太太方政英是"*人 ，战X也在中国学隐任8%参见邓云乡&中国大学》，《丈化古城旧事》，河北8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74页％

⑤ 崔瞻：《浅谈何其巩与蒋介/C关,》，《丈史资料选编》第18 K,第147页％

⑥ 《粘立北平中国学隐化学,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隐现状并请予以救济CSTU ）（1938年6月13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5594。

⑦ 王志中：《粘立中国学隐），《新民S半月刊）1940年第9 d,第17页％

⑧ 武公:《访何其巩于听雨当风之馆》，《申S》，1944年12月13 "，第2版。

⑨ 凌有t:《牛鬼蛇神统.洽下的北平》，《新华"S》，1944年2月17 "，第1版％

⑩ 关志昌：《何其巩》，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7册，第54页％

⑪张朴民：《郑王府“”歌—》，台北《传记丈学）1980年第4 d,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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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仍能含苦茹辛，努力不懈以求无负于国家，在学者亦感于沦亡之惨痛而自觉责任之重大埋头 

苦干，师生之协和为中国学院从来未见，截止洁修离平之日止,伪组织建立所谓国立大学虽威胁利 

诱以求师资而中国学院教授中卒无一人应聘,虽以种种优待条件饵诱学生,而学生亦不为动”。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迫停办，香港及上海租界沦陷，中国学院从重庆获得补助款的渠道 

基本断绝，所幸学校招生规模日益扩大，靠学生缴费仍可维持。正如邓云乡所言，“中国大学在何 

其巩氏主持之下，靠学生学费维持，因为人多，虽然困难,但也维持下去了”。②

四、与中共关系维度下的何其巩与中国学院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接收华北伪政府档案时，发现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中国学院及天津工 

商学院与伪政府往来的档案文件。其中中国学院相关表册包括《呈为遵令缮具教职员名册课程 

表请鉴核由》《伪教署签呈伪政委会，为私立中国大学成绩卓著请月助三万元以示优遇由》《又签 

呈一件据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呈请拨给协款，请准予在奖助余额项下赐拨由》《该院函伪督办王谟 

请发文化学术研究补助费充理科实验资料由》等。③时间涵盖1940-1945年，其中若干文件涉嫌 

接受日伪资助，已触及国民政府设定的接受日伪资助的底线，为此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平地方对 

此展开调查。

对于教育部的调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亲自致函北平市教育局说明情况，“自欧战爆发后,本 

校经费奇9,曾向各方捐募。伪组织极愿每月有所补助，嘱为呈请，经本校婉词拒绝，不得已仅接受 

地方公益奖券余款两次，以资接济”。教育局签呈说明“其内容与事实相符，无庸追究”。④但战后 

因国民党CC系的排挤，何其巩被迫离任，新任校长王正廷在南京，中国学院校务无人负责,北平市 

教育局前往调查，该校临时负责人援引辅仁大学前例自述抗战经过。

北平市政府教育局对该校教授及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

（甲）消极方面：1.该校未正式接受敌伪补助费;2.毕业证书未曾加盖伪官署印鉴；3.未 

聘请日系教授及顾问;4•教员讲授完全自由不受干涉。

（乙）积极方面：1.学生在抗战期间每年秘密赴后方工作者甚多，教授因抗日被捕者如 

左宗纶、袁贤能、韩道之、俞大酉等备受敌人凌虐;2.太平洋战争期间尽量收容爱国青年尤以 

东北籍者居多；3.尽量收容不与伪国立大学合作之教授；4.在抗战期间该校同人完全为掩 

护自身及指导爱国青年甘受极薄之待遇，较一般中等学校教职员为苦,但服务精神始终 

不懈。⑤

中国学院自述抗战经过的呈文中坚称“未受敌伪支配”。教育局1947年2月4日的签注中对

① 《粘立北平中国学隐化学系主任浦洁修等关于该隐现状并请予以救济CSTU ）（1938年6月13 "）,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五/5594。

② 邓云乡：《中国大学》，《文化古城旧事》，第74页%

③ 《伪8育总署档存粘立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学隐天津工J学隐表册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档？, 

五/15565。

④ 《市8育局为'令会查j仁大学在抗战d +经过情彩致8育部呈）（1946年7月31 "））匕京市档？馆编：《绝对真相 

"本侵华d +档？史料选），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⑤ 《为遵令；查中国学隐在抗战d +经过情彩呈请鉴核由》（1947年2月21 "），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国民政府8育部 

档？，五/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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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示不满，提到，“查本案系奉令饬办之件，关于该学院抗战期间经过情形固须查明，而补助费一 

项，尤为令饬要点。在伪部院即有档案可稽，与该学院旧卷自不无缘迹可寻,即或该院当时纯为应 

付环境，亦应将委曲求全之经过缕晰陈明，方较妥当;若仅本局查报，及该院呈复，似有未便”。①此 

事并未如辅仁大学一样，教育部最后做出“免于置议”的结论，由此中国学院是否接受日伪资助成 

为悬案。

1948年，中国学院改为大学获准,关于中国学院在抗战期间有事伪嫌疑的议论又起。时任 

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此致信何其巩，“查本部于1946年春间清理伪教育部档案时发现中国学 

院，自1944年度即受有伪组织之补助，每年联券十万元，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汪逆文件中亦发 

现中国学院院长上汪逆书札等等档案具在，并非无据”。②何其巩为此复信称：“该校自民国二十 

五年至三十五年之关系，弟在校主持，抗战时一切情形不须再说。在胜利后之三十四年十一月 

执事到校致推奖,又去年（三十六年）六月执事来平莅舍亦为中大叹息不已，今若有此说法，请问 

执事作何解释?”③何其巩意在说明此事早已澄清，无须再作解释。教育部最后查无实据，派员查告 

的结论，“中国学院在抗战期间伪政府未予接收，曾收容平津一带失学青年，至详细办理情形，因战 

时交通不便，未将该院呈报本部，无案可稽”。④最终教育部以“无案可稽”做结，仍未有明确结论o

辅仁大学和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的经历相似，都曾被迫向伪政府上呈表册并申请补助。实际 

上,战后当局对于两校沦陷时期的遭遇不无谅解之意，故而强调，即或“当时纯为应付环境，亦应将 

委曲求全之经过缕晰陈明”。⑤辅仁大学因战后由亲历其事的校长陈垣直接说明其中曲折而获得 

谅解，而中国学院因校内动荡,亲历其事者不在其位，故未能说明清楚，后人无由得其详情。

实际上，对中国学院在沦陷时期生存样态的考察，除了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与日伪、重庆方面的 

关系维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与中共的关系。我们习惯于在重庆国 

民政府与日伪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判断沦陷区大学是否政治忠诚，何其巩及中国学院与中共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跳脱出既有认识框架，看到历史更为真实、丰富的一面。从何其巩主持的中国学院与中 

共的关系中更可见其与日伪周旋的策略性，也更能凸显其坚持民族气节与对敌斗争的一面。

中国学院在战前就是左派和中共背景的教授和学生的大本营，北平沦陷后仍是中共在北平地 

下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北平市委于7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留下 

做地下工作的少数干部外,凡能参加游击战的,都派到农村去，发展党的组织,组织游击战争”。⑥ 

中国学院的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师生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除党员赵元珠、张德懋、万 

选、姬羽翘及一些民先队员留在北平坚持长期抗日地下工作外，先后离开北平奔赴全国各地抗日战 

场。中共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八路军总部先后在中国学院建立党支部,分别由彭鸿泉和白羽担任支 

部书记。⑦中国学院的地下党主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和搜集敌人情报。该校毕业生张德懋以中国 

学院图书馆主任的身份为掩护,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北平联络局工作，主要负责联络北方 

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中间势力，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毕业生万 

选在张德懋的领导下，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搜集敌伪情报,提供给中共军事机关。在校学生姬羽

① 《国民政府8育部对辅仁、中国两大学抗战d+c;查》，《绝对真相 "本侵华档？史料选》，第381页％

② 《朱家骅致何其巩；》（1948年6月16 "）,台北，中研隐近代史研究所档？馆藏，朱家骅档？ ,301/01/09/201
③ 《何其巩致朱家骅函》（1948年6月26 "）,台北，中研隐近代史研究所档？馆藏，朱家骅档？,301/01/09/201
④ 《中国学隐）（1948年6月21 "），台北，中研隐近代史研究所档？馆藏，朱家骅档？ ,301/01/23/114。

⑤ 《国民政府8育部对辅仁、中国两大学抗战d + C；查》，《绝对真相 "本侵华d +档？史料选》，第381页。

⑥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俎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76页。

⑦ 《中国共产&中国大学组织史资料》（1921年一1949年4月），《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417、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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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的领导下，在日伪机关做秘密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发展抗日组织，向抗日 

游击区输送干部。白羽在八路军总部保卫部的领导下，打入日伪广播电台，巧妙地利用日伪电台进 

行民族气节教育，抵制日军奴化宣传。①

1936年何其巩接任校长本身也是中共推动的结果,沦陷时期何其巩与中共仍然保持合作关系 o 

据战时负责与何其巩联络的北平地下党人刘光人回忆，“抗战一开始，中共北方局通过原来在中国学 

院经济系任教授的中共党员杨秀峰向何提出希望何先生留在敌占区，为人民做些工作,何表示义不容 

辞” o 1938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领导的地下组织北平联络局与何其巩取得联系，组织了秘密 

的抗日统一战线机构一北方救国会。北方救国会组织的核心成员是何其巩、张东'和王定南，成立 

大会到者十余人，除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外，也有国民党的代表，秘书长是张德懋。北方救国会联系了 

中国学院、燕京、辅仁三个大学，拒绝日伪的控制，掩护保存抗日力量。②1942年6月，王定南被捕，何 

其巩与中共一度失去组织联系。1943年6月，叶笃义从北平到解放区，何其巩委托他与八路军总部建 

立联系。据叶笃义回忆，“当时北平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托我代向八路军致敬，我回北平时，彭总给何 

写了一封感谢信,由我带回面交”。③1945年3月，中共华北城工部负责人刘仁派原在中国学院理 

学院任教的孟昭威以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表的身份回北平,继续做何其巩的工作 。④

何其巩与华北伪政府高层的关系为中国学院在北平赢得了相当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从而也为中 

共以中国学院为基地从事抗日活动提供了掩护。中共利用中国学院的学生骨干打入敌伪内部，搜集 

情报。抗战期间，中共多次派遣人员由解放区进入北平，大多以中国学院为掩护，中国学院的共产党 

员师生也通过何其巩的关系转赴根据地。⑤1939年冬，中国学院的中共地下党员陶守文因领导民先 

队进行地下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被捕的一共6人，后经何其巩担保，均获得保释。⑥另 

据刘光人回忆，何其巩曾经为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定南安排工作，让其担任伪治安军高德林 

（西北军旧部）驻北平办事处秘书，只拿钱不上班;王定南被伪警察局逮捕，何其巩趁日本人尚未插手 

之际，通过伪北平市市长余晋穌，硬是把王要出来。甚至到1945年，何其巩还通过各种关系,把被捕 

的张德懋保出来。⑦对于何其巩与日伪高层的接触和联系冲共方面也持默许的态度。据中国学院 

在校生赵乃基回忆，临近抗战胜利，“何其巩、张东 '、张懋德、黄伯高等人组织的北方救国会已观察到 

胜利的曙光，经常齐集在北池子何其巩家中，讨论以后的局势。大家一致同意，今后仍必须佯同日 

伪联系拉拢,以便及时得到一些真实消息，防止受其威胁。这样多方布置，是煞费心力的”。⑧

何其巩与中共地下组织的紧密关系,也使其一度陷入险境。据中国学院学生张朴民回忆，何其 

巩“凭其昔日政治地位及各方人缘，与日人、汉奸虚与委蛇，其处境恶劣，应付诚属不易”。⑨1944 
年，北方救国会组织遭到破坏,4月5日，日本宪兵队将何其巩拘捕入煤渣胡同监狱,因与抗日案件 

关联，何自忖必死，便拒绝一切讯问，断然绝食。日方无法从何身上突破,又慑于何其巩的社会地位

①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俎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4—386页％

② 刘光人:《政治风云中的何其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 

193 页 %

③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④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6页%

⑤ 何嗣就：&中国大学及“北方救国会"的抗战历程》，《纵横》2007年第12期，第34页%

⑥ 《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第382页％

⑦ 刘光人:《政治风云中的何其巩》，《文史资料选辑》第152辑，第193页%

⑧ 赵乃基:《何其巩与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大学》，《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6辑，北京市东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 年编 ，第 34 %

⑨ 张朴民：《何其巩轶事》，台北《传记文学》1968年第1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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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最终将其释放"日本特务机关在何家住宅对面设立“森冈洋行”，密切监视何的行动。何 

其巩仍不为所惧，照样在敌后从事抗战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日本宣布投降后，何其巩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平代表，负责接收受降事宜。原西北 

军系的熊斌到北平后，“得情报人员之报告，何其巩与共方有往来”。①1945年10月，何其巩因为 

释放被日伪关押的中共党员及爱国青年而被解职，从此再未获国民政府任命的任何职务。何其巩 

的战时经历对其战后的处境与命运同样具有延续性的影响 。

从何其巩与中国学院在抗战后期的处境来看，除了民族大义与战后长远考虑外，中国学院眼前 

的生存问题也是其思虑的重心。出于生存的考虑,不排除中国学院向伪政府申请经费补助的可能, 

但与沦陷时期上海各高校不同，中国学院未向伪政府申请立案,事实上也没有上海各校所面临的来 

自汪伪政府要求立案的压力。由此可见，中国学院是否事伪极难以单一标准衡量。何其巩及中国 

学院在沦陷时期的表现，考虑到日伪统治的环境，实际应该考察问题的表与里，表面所做的可能是 

策略性的，而背后实际的行为逻辑才是真正的“里”。如此来看，前述1947年初北平国民党当局对 

于沦陷时期中国学院的调查，所列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实际即对应上述的所谓“表”和“里”两 

面。如果从沦陷时期的环境来看,无疑积极方面更能说明问题，尤其是何其巩与中共在战时的合 

作。关于何其巩及中国学院是否接受日伪资助的考察，基本来自国民政府一方的文本，因为国民政 

府在战时是以经费换忠诚的，所以是否接受伪方资助是其底线，而中共的相关文本中基本不涉及这 

一问题，在中共的视角下也就不存在何其巩事伪的问题。

五、结论

通过研究沦陷时期的何其巩及中国学院这一具体个案，有助于克服对于沦陷经验“倒放电影” 

叙事模式的局限。因中国学院在战后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肯定并免于甄别，故而事后叙述多强 

调其抵抗的一面,而后出的汪伪政府相关档案又使其抵抗的官方定性出现问题，同样也给后来的研 

究者带来困惑，甚至刻意回避后出的档案，以保持抵抗叙事的内在一致性（coherence ）。回到历史 

语境中会发现史事的本来逻辑,首先生存是第一要义，尤其对于在野的政治人物和私立大学,其能否 

生存下去是带有主体性的问题,而非代人负责,或代人考虑的问题②；其次在日伪统治下所有的反抗 

都是“不公开的异议”，而非事后表述的那样，似乎是透明的公开的;再则相对于抵抗叙事单向的关系 

维度，历史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着多重维度的复杂关系，不同关系维度当场与事后的评价都存在差异-

通过对沦陷时期的何其巩及中国学院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检讨西方学界提出的沦陷区研究 

去道德化取向的得失。为打破以往民族国家叙事形成的对沦陷时期道德评价的二元模式,有学者 

尝试以二战时期欧洲德国占领下的合作史为参照系，呈现战时中国“灰色地带”（gray zona）在道德 

与国家忠诚问题上的复杂性。③此类研究往往因跳脱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而强调价值中立，将政

① 沈云龙、谢+孙:《征战西北——陕西省主席熊斌将军访问纪■录》，沈云龙等编：《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集》，北京外语8 
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② 私立学校留在沦陷区坚持办学,保护校产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沦陷初期，中国学院给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中就提 

到，“校产为吾人所有，果尔放弃，适以资客"，故决定坚守％ （《呈报事变以后本校教务事务各项情形并以经费困难请予补发补助 

费由》（1938年9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五/4758）此外，从长远考虑，战后的处境也是一个重要 

因素，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区别于国立大学，“不受教育部重视的私立大学，除极个别学校以外，即使处境万分艰难，宁愿解散 

亦不敢真正向汪伪政府立案注册，以免抗战胜利后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参见韩戍《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 

校》，《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第42^43页）可见私立大学在心态与政治抉择方面的特殊性％

③ 代表性的研究是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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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道德剥离，从而造成脱离中国语境的弊病。①从沦陷时期的何其巩和中国学院来看，道德良心 

与政治忠诚实则存乎于大多数受教育者的观念之中，而非后来的叙述者强加的价值判断。民族国 

家的认同与道德良心的坚守是历史语境中的真实，而非虚构。何其巩与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 

相当的生存空间也源于这种道德感与民族国家认同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量。

〔作者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晋察冀边区党的文艺政策与实践研究》出版

郑立柱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23.6万字,68元

该书以晋察冀边区党的文艺政策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的 

文艺政策与具体实践。作者首先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文艺的认识与定位,探究了 

中共文艺理论及其对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的影响。在文艺队伍建设层面，考察了文 

艺队伍自身建设的具体举措;在领导和繁荣文艺创作层面，论述了坚持现实主义创 

作原则、引导“民族形式”论争、反对“艺术至上主义”倾向、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倡导“穷人乐”方向等引导文艺创作的路径，创办报刊、设立文艺奖、开展 

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等繁荣文艺创作的举措;在推动乡村文艺运动层面，论述了政 

策引导与推动、文艺组织推动、专业文艺工作者扶植、媒体推动等推进乡村文艺运动 

的举措。作者还研究了文艺、中共革命、乡村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认为： 

中共革命是晋察冀边区文艺发展的主导性动力，对边区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 

边区文艺呈现出民众动员的特色，体现着革命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晋察冀边区文 

艺顺应了中共革命的发展需要，对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中共革命发挥了独特作用 ， 

从而推动了中共革命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变革；长期受传统文艺影响的边区民众, 

对革命文艺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从围观到参与的过程；民众对革命文艺态 

度的转变，得益于中共政权的多方引导，也与边区文艺创作方向的转变密切相关。

该书所依据的主体资料以河北、山西等省市县档案馆所藏的革命历史档案为 

主，多数资料属于首次运用，力求在充分收集与解读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在 

研究视角上，该书从新革命史的研究路径出发，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系 

统论述晋察冀边区文艺的整体面相，突出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文艺的 

角度来探讨中共革命胜利的历史源流，沟通乡村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衔接，全面展现 

了晋察冀边区文艺政策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郭蕾）

①相关评论可参见袁一丹 《"通敌”还是"”作”：抗战史研究可以去道德化吗?》，《澎拜新C》2016年1月3 "，“上海书评”，澎 

湃网：https：//m.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415452? from e 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0，2018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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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view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Neutral Observers after the September 
Eighteenth InciOeut ................................................................................................... Chen Haiyi (4)
After the September Eighteenth Incident, the League of Nations made slow progress in dealing with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one of the reasons being the lack of field information about Northeast China. China asked the League of Nations te 
send a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facts, whilo Japan blocked it on the grounds of direct nea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had to acquiesce that the third party personnei already in China and Japan could go to Northeast China to have 
observations. Prioe to the formal dispatch of a commission by the Leaaue of Nations, the neutral observers of the Great 
Britain, United States and the Leaaue of Nations played the rolo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The process of sending observers 
and the observation reports enabled the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e parties te understand the Incident and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 Leaaue of Nations in dealing with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The dispatch of neutral observers 
not only alleviated the pressure on the Leaaue of Nations te obtain information on the ground, but alse strengthened China's 
original intention of relying on the Leaaue of Nations, and prompted Japan to change its position on the dispatch of a 
commission of the Leaaue of Nations. The dispatch Neutrai observ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Leaaue of 
Natoonshad onheeentiogocaiunoty, beongapeeeoewoJtheCommosoon theLeagueoJNatoons.

Hr Qigong and China Colleg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of Peiping ............... Yan Hayiyn (23)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i Was of Resistance aa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Peiping Private China Colleae 

persisted in running in the enemy-occupied areas. Undee the rule of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s, China College secretty 
maintained contact with the Chongq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received subsidie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Chongq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lse hoped te use financial supports te get the politicai loyalty of China Colleae. At the 
same ome, >heCoiegemaon aoned coopeeaoon woh >heChoneseCommunos>Paey, and some eacheesand s>uden sdoeeciy 
engaaed in underground activities of fighting aaainst Japanese aggressors. Undee the rule of Japanese and puppet reaimes, 
asapeoeaecoiegeadmonoseaed by>heChonesepeopie, ChonaCoiegewasno>aken oeeeby>heaapaneseand puppe> 
reaimes, noe was forced to stop running, but rathee continuousty expanding its scale. When we look at the performancc of 
He Qieong and China College in Peiping during the period, we should take inte account the speciai living environments 
undee the rule of Japanese and puppet regimes: most of their acts on the sutace are strategic, and the actuai behavior lories 
behind it are the keys i judge its nature. The reason why China Colleae can obtain abnormai “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teom themoeaeconscienceand nationaeidentityotschoeaesin theenemyJoccupied aeeas.

TeacUing and WeiOao: Lai Lian and thr Goverrancc of Northwesters PolytecUnical Collegr and
Northwest University ............................................................................................... Chen Zhao (37)

The Dueh of Rice Shortage and Rice Riots: ChengduQ Food Crisis in 1940 ........... Chen Mo (50)
In 1940, the food problem in the Kuomintang-oontrolled area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food crisis in

Chengdu, which located in the core of the reae area, was manifested in the alternation of the “ rice shortage ” of soaring 
grain prices and the $ rice riots" of the hungo people. The rise of rice price in Chengdu in the spring of 1940 was caused 
by intation, poor harvest, hoarding and profiteering,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led h the mass incidents of Chengdu hungo 
peopeesmashingwaeehousesand eobbingeicestoeageon 14th Maech.TheKuomintangSichuan authoeitiestempoeaeiey 
queeed theeiotsbymeansoJceosingwaeehousesand seeingstoeed geains, butdid notdeeeeintothecausesand simpey 
misjudged it as the in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derground members. Over the next two months, the
neweyestabeished PeiceLeeeeingOticehad n7en7ugh steength t ceack d7wn 7n h7aedingand taieed t c7ntain theeise7t 
rice price. The sale of rice at affordable price was both short of rice and funds, and the cases of malpractice were incessant. 
These resulted in the rice price losing controi eaain.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less rain in Chengdu in earty summer further 
catalyzed the rise in rice price and stimulated the long-brewing excessive emotions of the peopl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engdu occurred the second riots of cutting grain baas, blocking passes, and charging rice markets, leading to sociai 
unrests. The development in waves of $ rice shortage" and $ rice riots" means the rapid deepening of the food cris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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